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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方法的社會史
———社會史研究的七個命題

孫　 江

［提　 要］ 從全球史學思想的“共振”和“連動”的角度回看社會史的演變，被標識為新史學的社會

史發軔於對 19 世紀形成的現代史學的批判，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導向是其兩大印記。 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在思想和時代的波瀾中，社會史儼如萬花筒，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樣貌；在追求研究精確度

的背景下，不能量化的歷史就不是科學一度被學人奉為圭臬。 20 世紀 70 年代，社會史沿著文化人

類學的視線，重新關注主體的情感、思想和行為。 而在 80 年代“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人們驀然發

現社會史的“社會”竟然是在想像力中不斷被再生產的。 “社會”在開始“去自然化”的同時，也宣告

了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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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歷史研究》第 1 期刊登的署名“本刊評論員”的文章———《把歷史的内容還给歷史》，
揭開了社會史在中國“復興”的序幕。 從今天的角度看，文章題目中的“歷史的内容”和“歷史”到
底是什麼關係，似有討論的餘地。 撇開這點不論，有兩段文字值得咀嚼：

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教條主義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響，人們在理解和應用

歷史唯物主義從事史學研究時出現了偏頗和失誤，將社會生活這一重要歷史内容的研究

視為“庸俗”、“煩瑣”而逐之於史學門檻之外，並且美其名曰捍衛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

性和科學性。 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突破流行半個多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斷代史等著述格局，從研究

社會生活的角度著手，開拓和填補鼎足之下的邊緣地帶和空白區域，同時再以社會生活的

歷史演變為中介，連接和溝通鼎立的“三足”，復原歷史的本來面貌，使之血肉豐滿，容光

煥發，改變以往史學那種蒼白乾癟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實和完善。①

前一段文字反省了以往中國歷史學的“偏頗和失誤”，指出無視社會史（社會生活）違背了馬克思主

義史學的“革命性”和“科學性”，與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 回顧國外的社會史研究，隨處可見馬

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身影，美國學者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甚至發問：“它（新社會史）是左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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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的特產（product）和‘所有物’（possession）嗎？”②但是，如果將伊格爾斯的問題放在馬克思主

義影響力頗為強勁的戰後日本史學界來看，問題似乎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一部分左翼學者為了尋

找大眾的主體性，將目光轉向社會史；而另一些左翼學者則批判社會史以“個人興趣”、“自我本位”
為取向，放棄了把握過去和改造世界的歷史學的本旨。③

後一段文字將社會史等同於社會生活史，並且與經濟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相提並論，這觸及到

何謂社會史的問題。 德國學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曾打過一個頗有意味的比喻：“社會史

這一術語猶如一根橡皮筋，涵蓋了幾個不同的領域。”④這句話有兩層含義：其一，社會史是歷史學

的一個分支，關涉社會結構、社會進程和社會運動；其二，社會史研究整個歷史，是對歷史的一種特

殊理解。 社會史到底屬於某個或某些領域，還是指歷史本身，在倡言社會史的學者中一直存有意見

分歧。
回顧中國社會史的“復興”之路，如果把歷史學喻為王冠的話，社會史堪稱王冠上的明珠。 三

十六年來，社會史在中國歷史學中獲得了不容置疑的位置。 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包括對上述兩段

話的理解在内，中國社會史的方法論意識淡薄，有些自稱社會史的研究嚴格地說是反社會史的。 值

得思考的是，社會史在中國“復興”之時，恰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漸漸落幕之際。 以下，筆者根

據自己有限的粗淺閱讀，以關涉社會史的七個“命題”（These）為中心，概觀作為思想運動的百年社

會史。

一、錯過的約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英國輝格史學大家屈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的《英國社會

史》（ English Social History ）問世。 該書完稿於 1941 年，由於戰時紙張緊缺，先在美國出版，1944

年復在英國出版，立刻成為暢銷書。 在隔海相望的法國，費弗爾（Lucien Febvre）於 1948 年談到該

書時，暗示布洛赫（Marc Bloch）曾計劃撰寫《法國社會史》，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戰爭，早就有“法國

版”的社會史了。⑤

費弗爾所言不虚。 1929 年，費弗爾和布洛赫創辦 《經濟社會史年鑒》 （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以下簡稱《年鑒》），發刊詞《致讀者》（À nos lecteurs）所張揚的打破時代界限

和跨學科研究理念，開啟了新的學術風範。⑥在《年鑒》問世前後，二人及同道業已積累了相當多的

研究成果，布洛赫著有《封建社會》（ La société féodale , 1939⁃40）和未完成的《法國農村社會的基本

性格》（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等。 正是有戰前的基礎，《年鑒》雜誌才

得以在戰後迅速再出發，進而催生了“年鑒學派”———準確地說是“年鑒運動”———的誕生，使“年鑒

學派”成為法國歷史學靚麗的名片。 1981 年，美國學者金瑟（Samuel Kinser）把“年鑒學派”置於法

國近代思想和史學的脈絡中來把握：“在布羅代爾的身後，站著的是布洛赫和費弗爾；在第一代年

鑒派學人的身後，站著的是皮朗（Pirenne）和維達爾（Vidal）；在二十世紀初的有機科學背後，響徹著

以個人的心、聲和魂為民族榮耀的浪漫主義史學的真理。 最後，在米什萊（Michelet）、梯葉里（Thi⁃
erry）和基佐（Guizot）的身後，是孔多塞（Condorcet）、盧梭（Rousseau）、狄德羅（Diderot）和其他啟蒙

運動先驅的人文科學。”⑦然而，人與其說像其父親，不如說像其時代。⑧ 布洛赫在其未完成的遺

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中曾援引過

這句阿拉伯諺語。 確實，如果將《年鑒》放在同時代歐洲思想和史學語境裡來考量的話，“年鑒學

派”既是法國過去思想連續性的產物，更是當下思想“連動”的結果。 2015 年出版的舍特勒（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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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ttler）《“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 Die “Annales” ⁃ Historiker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
tswissenschaft ）揭示了《年鑒》與德國史學鮮為人知的關係。⑨

被中國學者奉為圭臬的“年鑒學派”，對鄰國的影響遠沒有想像得那麼大，原因在於各國都是

在自己的史學脈絡中推進研究的，如英國學者專注於個案研究，對“年鑒學派”偏好的抽象集合概

念敬而遠之。⑩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後，德國（西德）史學界才真正關注“年鑒學派”。 在了解了“年
鑒學派”的來歷後，有些德國學者開始私下嘀咕是不是“德國的舶來品”（ein deutscher Import）。 博

克曼（Hartmut Boockmann）說：“《年鑒》歷史學家除了給德國人的發明貼上法國人的標籤外，沒有

做别的事情”；“後來在德國出現的法國範式實則為出口轉内銷”。 埃爾澤（Reinhard Elze）認為，
“年鑒學派”倡導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來自德國的“地方史”（die Landesgeschichte）。 在眾聲

喧嘩中，人們發現“年鑒學派”踐行的不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社會學，而是韋伯的足跡（die

Spuren Max Webers）。

舍特勒是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曾在法國教過書，在美國做過訪問學者，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
他的著作由導論和三編 18 章構成，第一編講“年鑒學派”與德國的關係，第二编論及對象包括皮朗

（Henry Pirenne）、貝爾（Henri Berr）等，第三編討論布洛赫和費弗爾對德國歷史學的批判。 舍特勒

在書中披露了很多鮮被提及的事實，在《年鑒》誕生前，荷蘭、美國、英國和波蘭都有嵌入“經濟”和
“社會”二字的學術刊物，德國甚至還有與《年鑒》近乎同名的刊物———1903 年創辦的《經濟社會史

季刊》（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 在考察布洛赫在萊比錫和柏林留

學足跡時，舍特勒注意到布洛赫與德國歷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的特殊關係。
布洛赫對蘭普雷希特的研究產生共鳴，更為其激情四溢的演講深深地打動。

既然“年鑒學派”與德國史學有著如此密切關係，緣何鮮為人知呢？ 舍特勒認為 1930 年代歷

史學的民族主義化致使《年鑒》學人與德國史學界的關係疏遠。 這無疑是正確的。 翻閱 1935 年出

版的費弗爾《萊茵河》一書不難感到書中洋溢的民族主義情緒。儘管如此，筆者更傾向於認為與

“二戰”後當事人費弗爾刻意迴避談及早年的事情有關。 2016 年 6 月 16 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

究院歷史研究中心與巴黎德國歷史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一場關於舍特勒著作的研討會，與會七位學

者的發言被摘編刊發於《20 世紀：歷史雜誌》（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上。 對於“年鑒學

派”與德國歷史學的關係，人們認為這段複雜而迷人的歷史之所以未被挖掘出來，其原因乃是認識

的不對稱，即德國學界認為早期“年鑒學派”受到德國影響，而法國學界對此不屑一顧，這是一次

“錯過的約會”。

其實，如果撇開歐洲中心的認知方式，將目光投向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日本，不難看到另一

個“錯過的約會”。 早在 1922～ 1924 年間，日本至少出版了三本名為“日本社會史”的著作。 1922

年佐野學出版的《日本社會史序論》是用唯物史觀詮釋歷史的著作，關於該書後文將專門討論。
1924 年，經濟史學家本庄栄治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將社會史研究的内容概括為四點：整個歷

史；與社會學相重疊的人類集體的歷史；組織和公共問題；社會問題。本庄的社會史内涵寬泛，帶
有“整體史”的特徵。 歷史學家喜田貞吉在其創辦的《社會史研究》雜誌上刊登狐狸附體等民俗學

方面的文章，對此，1923 年本庄在《歷史與地理》雜誌上撰文予以批判，認為《社會史研究》雜誌名

為社會史，實則是對社會史的濫用。次年，喜田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何謂日本社會史》予以回應，譏
諷本庄的社會史是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中的社會組織，準確地說應該稱為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
他認為日本自古而來的社會組織的起源、沿革及其相伴而生的現象，應該成為社會史研究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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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關係涉及社會諸問題，傳統和情感可能產生反經濟的利害，因此不能僅從經濟上考察社

會，這是唯物史觀觀察人際關係的弊端，“在某種意義上褻瀆了人”。1929 年，也就是《年鑒》誕生

的同年，歷史學家瀧川政次郎出版了《日本社會史》。 帶有左翼思想的作者反對將社會史視為“國
家社會”、“教團社會”，認為社會史應該與經濟史、法制史相並立，研究各個時代社會組織和社會意

識的發達與變遷，因為研究社會組織時不可避免要觸及社會階級，因此社會階級的發達和變遷也是

社會史的組成部分。

由上可見，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日本學者即已從歷史學、經濟學、民俗學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

史觀對社會史展開了廣泛的研究，涉及後世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很多問題。 也許有讀者會問，何以日

本社會史研究能居於同時代的前沿？ 1868 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走上建設現代國家之路。 19

世紀末，呼應現代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皇國史觀”應運而生。 所謂“皇國史觀”，就是把日本

歷史納入萬世一系、恆定不變的天皇譜系中，強調對天皇盡忠是每個國民的美德。 在維護天皇神聖

性的前提下，現代史學的主題是政治史（“國制史”）。 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特别是 1912 年

日本由明治時代進入大正時代後，民族主義思潮回落，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國家對公共價值的獨

佔；而伴隨著政治上的普選要求和廣泛的勞工運動的展開，人們將目光投入與國家有别的領域，於
是有了 20 世紀 20 年代“社會的發現”。日本的社會史在這個時期興起，可以說與“社會的發現”不
無關係。 撇開上述四位學者對社會史理解的歧義，取其最大公約數，社會史均被界定為有别於政治

和國家的歷史，日本的社會史的出發點與德國、法國的“經濟社會史”視域下的社會史異曲而同工，
社會史的呱呱墜地可謂東西思想上的“共振”現象，這告誡論者有必要從全球範圍而非單一國家或

單一學派角度思考和定位社會史。

二、被埋沒的人民史

在將社會史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的論者那裡，有的將社會史定位為與政治對峙，有的稱社會史

與政治史、經濟史並立。 前者來自馬克思主義或伊格爾斯所說的左翼思想，體現了社會史與生俱來

的批判性格。 18 世紀末，當 “雙元革命” （ dual revolution）———法國的政治革命和英國的工業

化———衝擊歐洲的舊秩序時，“社會” （ social）這個概念是帶有批判性的。19 世紀產生的社會學，
希望通過分析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的内在機制，以便開啟由理性所設計的未來，因此社會學（社會

史）被視為帶有“批判性的反體制的學問”（kritische Oppositionswissenschaft）。在政治史主導下的

德國，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現代/傳統史學排斥社會史，社會史屬於“孤立的邊緣學科” （ separates

Randfach）。舍特勒《〈年鑒〉歷史學家與德國歷史學》提及青年布洛赫一件事，在 1908～ 1914 年布

洛赫加入了社會學家和人類家赫爾兹（Robert Hertz）創立的社會主義學生團體，並且持有黨證。布

洛赫的早年經歷暗示“年鑒學派”創始者的問題關切與社會主義者的訴求是有交叉的。

與上述與生俱來的“反政治”傾向不同，社會史還有基於特定意識形態與政治對峙的特質，這
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史訴求。 美國學者林·亨特（Lynn Hunt）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學

歸為四個範式 （ paradigm）：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年鑒學派和美國的認同政治 （ identity

politics）。在四種範式中，馬克思主義範式最容易把握，因為它來源於一個人的思想。 這種範式以

物質的、經濟的生活關係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不僅要認識世界，還要改造世界。 在社會史研究上，
佐野學可能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詮釋歷史的，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被埋沒的人民史”
（埋沒された人民の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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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野學（1892～1953），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學生，1917 年畢業後攻讀兩年農政學課程，1919

年成為“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契約職員。 在學期間，佐野學對蘇俄革命甚感興趣，撰寫過關於俄

羅斯農村共同體“米爾”（мир）的文章；畢業前後，在左翼學生組織“新人會”的機關雜誌《德謨克拉

西》上，佐野學用真名或筆名發表過關於馬克思、克魯泡特金和蘇俄革命的文章；在《解放》雜誌上

刊文呼籲解放日本受歧視的“部落民”。佐野學經岡上守道的介紹，加入麻生久組織的“木曜會”。
1919 年 6 月，三人以“石川六郎”筆名出版了《過激派》一書，這是日本第一本介紹蘇俄革命的

著作。

在《日本社會史序論》一書序言中，佐野學指出：“將以往的歷史著作皆批判為政治史並非不

當。 治者群以政治為業，被治者群以勞動謀生。 政治雖為重要之社會現象，但如無勞動生活，則社

會生活難以維繫。 要撰寫真正的社會史，就必須揭示被治者群的歷史。 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追溯

其與當代的連動，這不僅有助於正確理解當代社會的性質，還有助於把握將來社會進化的方向。”
“我要去除纏繞於日本史的神秘要素、觀念要素和詩歌要素，將其還原於赤裸裸的經濟關係和支配

關係中，與此同時，發現人與人等價交換勞動的魅力及共存關係的諸形態。”基於上述認知，佐野

將該書分為被統治者、統治者、社會生活三編，在被統治者部分專門敘述日本歷史上的“一揆”———
造反，認為“一揆”是“一群徒黨紛紛拿起武器將集體意志和情感訴諸武力的現象”。“一揆”不是

英文裡的 riot（騷亂），應譯為 rising（起義）。 佐野學把一揆分為三類：侵略性的（武士階層的）、宗
教性的（僧侶集團的）、階級鬥爭的（典型的一揆、土一揆、百姓一揆、米一揆、町人一揆），指出“一
揆”的發動者只是“徒黨”，所進行的不是大規模的暴動，與革命運動根本不同。

佐野學基於唯物史觀的社會史敘述在日本史學史上堪稱先驅，但是，佐野學及其“挖掘被埋沒

的人民史”命題猶如史學史上的失蹤者鮮有人提及，這與其政治生涯有關。 1922 年佐野參加日本

共產黨，1927 年當選為最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1933 年，佐野學被捕入獄，不久與同志

登報聲明“轉向”（脱黨），潛心研究佛教。 1943 年佐野學出獄，1948 年出版《唯物史觀批判》。但

是，從全球視野看，佐野提出的“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命題值得重視，它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

史敘述，而將這種敘述推向極致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學。 1928 年 3 月 22 日，蘇聯著名馬克思

主義史學家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在馬克

思列寧主義機構會議上作《蘇聯十年間的社會科學》報告：“所有這些契切林、卡韋林、克柳切夫斯

基、丘普羅夫、彼得拉熱茨基，他們都直接反映了十九世紀在俄羅斯發生的某種階級鬥爭，而且正如

我在一個地方所說的那樣，這些先生們寫的歷史别無其他，只不過是過去被推翻的政治，即當時激

烈的社會鬥爭，1861 年支持和反對農民的鬥爭，19 世紀 70 年代的民粹主義革命等等，所有這些都

在社會學的文獻中被直接表現出來了。 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的背景，這些文獻就無法呈現。”同樣

的句法也見諸毛澤東作於 1949 年的《丢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毛在文中寫道：“什麼是歷史？ 一

個階級勝利了，一個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佐野學雖然被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遺忘，但“挖掘被埋沒的人民史”的命題並沒有因此

而被“埋沒”。 1946 年，標誌著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再出發的石母田正的名著———《中世世界

的形成》出版，通過這本作於戰火下的著作，作者表達了破除“皇國史觀”的訴求———“我們祖國的

歷史絕非那麼貧乏”。這位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旗手曾說過，歷史研究在戰前是最受壓抑的一

門學問，現代史學是“皇國史觀”和國家意識形態的附庸，其“成人式”始於 1960 年代。在日本，
“戰後史學”一語有特定的含義：（1）將世界史視為由普遍發展法則所呈現的科學主義的產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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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民為單位的發展階段論，（3）重視對歷時性的内在一貫的封閉結構的分析，（4）析解以階级和

民族為基本範疇的主要勢力，（5）尋求變革的強烈的目的論。60 年代後半葉，人民鬥爭史成為日

本戰後史學的主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試圖從歷史中尋找解放生產力和主體的動力，由此有人脫

離了僵化的理論預設，轉而嘗試理解主體的思想和行動。
網野善彥是典型的例子。 1947 年網野進入東京大學學習，1950 年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曾長

期在中學任教。 網野從自然=“無緣”角度關注共同體之外漂流的人群，指出在社會表象的背後有

更為廣大的、未被彰顯的“無緣”社會，這個社會擁有未被文字書寫的歷史，但研究者可以通過地下

出土的文物、壁畫和畫卷等來描述。網野所說的“自然”是有主體的自然———人自身、肉體、性、性
别等，如果從這一視角觀察日本的中世紀，則可以發現很多被遺忘的歷史，那是與來自中國文明的

以文字為表徵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歷史。 網野儘管被學界公認為社會史研究的代表，但他本人從未

自稱從事社會史研究。 網野篤信馬克思主義，但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對此，
網野的友人、同為日本中世紀專家的馬克思主義者永原慶二批評他：雖然批判“進步史觀”，但與戰

時浪漫派的歷史觀存在内在聯繫，是一種“空想的浪漫主義歷史觀”。

與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對社會史存有意見分歧不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傾心於社會史

研究。 英語“社會史”（ social history）出現於 19 世紀中葉，1874 年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出版

《英國民族簡史》（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不久擴充為五卷本的《英國民族史》（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 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嶺的話，戰前馬克思主義者莫頓（Arthur

Leslie Morton）的《英格蘭人民史》（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是一部體現社會發展論的名著。
莫頓認為，從凱爾特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英格蘭歷史是由各階層勞動人

民創造出來的。“二戰”後，英國左翼歷史學嶄露頭角，出現了“勞工史研究協會”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1952 年創刊的《過去與現在》（ Past and Present ）及以牛津大學學生宿舍

為陣地的“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等。 英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鍾情於社會史，是因為

來自英國歷史的研究顯示出與經典作家不一樣的風貌，這驅使歷史學家必須由“原理的世界”轉向

“經驗的歷史”。 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吸收了文化人類學的養

分，從構成社會的儀式、話語、習慣和象徵等出發，批判將工人階級視為由工廠和蒸汽機等物質環境

塑造出來的經濟決定論，揭示了英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在產業革命中對階級形成的作用。 在 E. P. 湯

普森看來，階級是在經濟利害和文化自律的關係中產生的，工人階級鬥爭的主旨原本為改善福利、
恢復對家庭的主導權。E. P. 湯普森的研究開啟了對政治的文化詮釋，蘊含了 70 年代社會史研究

的文化人類學轉向意義。 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群星譜中，另一顆巨星是霍布斯鮑姆 （Eric

Hobsbawm），霍布斯鮑姆通過對多種類型的農民造反進行的研究發現，“社會性土匪” （ social

bandit）即便能表現出更淳樸、更原初、更本真的道德覺悟，也永遠不可能走向革命。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改革開放”，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者、特别是從事中國研究

的左翼學者的衝擊無異於“晴天霹靂”，學者們驀然發現以往的中國研究是想像和理念的混合物，
由此出現了可稱之為社會史的轉向：“民眾”替代“階級”、“秩序”消解“鬥爭”。 從 1983 年日本左

翼史學的陣地《歷史學研究》可以看到堅持鬥爭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史興盛的反應。 在第

520 期刊載的“社會史”專輯上，佐佐木潤之介批判社會史是“取悅人的歷史學”，批評關於“世相”、
“風俗”等研究，認為應該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挖掘事實，重審歷史上人們的生活。高橋昌明認為社

會史旨在探究社會集團的特徵、民眾的生活和活動，可以將社會史和人民鬥爭史結合起來並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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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界定為人的實踐活動。

在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内部圍繞馬克思主義原理與經驗研究長期爭論不休。 1988 年，在紀

念莫頓《英格蘭人民史》出版五十周年之際，莫頓的“人民”（ the people）概念受到嚴厲批評。1990

年代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衝擊是巨大的，霍布斯鲍姆《論歷史》（ On History ）
一書記錄了其作為同時代人的心路歷程。 1996 年 12 月 3 日，霍布斯鲍姆在“我們能書寫十月革命

的歷史嗎”的演講中，以斯大林所具有的“解放”與“暴君”身份為例說道：“歷史學家能不能對於這

樣一個人以及這樣一種現象達成共識呢？ 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出有這樣的可能。 就像法國大

革命，（對）俄國十月革命將一直有不同的判斷。”

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廣為人知的是屈威廉的“社會史”———“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the history of a

people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 屈威廉的“a people”是“民族”、“國民”之意，既不同於佐野學的“人
民”（Jin min），也與莫頓所說的勞動者的“人民”（A Peoples History）相異，概指全體英國人，其歷史是

社會史，為整個英國歷史的一部分。
2001 年 11 月 14～15 日，倫敦大學舉辦了重新檢討“現在，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 Now）的

研討會，紀念四十年前 E. H.卡爾（E. H. Carr）的演講———《什麼是歷史》。 當年卡爾的演講是有由頭

的，即為了紀念屈維廉。與會專家分門別類討論了社會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性別史、帝國史等

研究領域的現狀，最後將報告編輯為同名論文集。英國學者談論社會史，自然繞不開屈維廉的命題。
屈維廉出生在以治史著稱的家族，祖母是大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的妹妹，父親亦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 自幼浸漬於史學的屈維廉，及長以史學為業，1927 年成為劍橋

大學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屈維廉治史偏向政治史和通史，但在其眾多的著作中，《英國

社會史》知名度最高，這是因為書中的一句話———社會史是“除去政治的民族史”。 對於這句話，在上

述研討會上，研究古希臘史的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認為是“太奇怪的說法”，“謬誤的”，政治和政

治性的東西在古希臘城邦中佔有支配地位。筆者認為不能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屈威廉的話，因為文

中不僅有“如果消極地界定的話，社會史是排除政治的民族史”；接著又有“大概任何民族，特别是從英

國民族的歷史看，省略政治都是困難的。 但是，因為很多歷史著作是由與社會狀況基本沒有關係的政

治編年史構成的，採用這種相逆的方法，有助於（敘述的）平衡”。也即，“排除政治”是一種敘述策略。
對於研究政治史的屈威廉來說，在政治史和社會史之外，經濟史也很重要，政治事件與其產生的社會

狀況大致一樣，而社會狀況是從經濟狀態中產生出來的。 沒有社會史，經濟史會枯燥無味，政治史亦

難被理解。 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滿足於與政治史、經濟史的三足鼎立了呢？ 屈維廉認為：“社會史不

是單純地給經濟史和政治史之間提供必要的聯繫，而是有其自身獨自的積極意義和獨特的領域的，其
範圍可以說涵蓋過去國家居民的日常生活。” 《英國社會史》上起 14 世紀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時代，下至 1901 年的維多利亞時代，喬叟時代是中世紀和近代的分水嶺，此後英格蘭才有了

明確的國家。 屈威廉認為，“無私無慾的知的好奇心是文明的真正的活力”，社會史則提供了一個了解

文明活力所在的最好的視角。 通過以往的記錄，人們知道祖先是有形、有色、有姿態、有熱情和有思想

的；在日常行為中，有的盡臣僕之禮，有的出門投票，有的襲擊臨近莊園、誘拐少年，等等。 在滿是美景

的田野，有牛有馬，有持器具的農民，有終日在小屋裡忙碌的妻子，她們在等待丈夫傍晚歸來。 無論貴

賤，人們最平凡的生活被慣習、法律、複雜而不斷變化的政治機構以及國内外的事件所支配。 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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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是社會變化的原因，毋寧說是社會變化的結果。 “歷史研究的準則是真實，而推動準則的動力是

詩意，詩意正在於真實之中。”社會變化緩慢，如黑死病造成的巨變很少見到，橫亙若干世代的工業

革命不能作為劃分時代的標準，因此捕捉社會的漸進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可見，屈威廉的社會史

與政治史、經濟史並列，構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在社會與政治、經濟相互關聯中，若論關係的遠近，則
社會離政治較遠，距經濟稍近，因為社會生活與經濟密不可分。 恰如前文所論及的法國和德國的情

況，經濟史是社會史的伴生物，談社會史必談經濟史，其思想源頭可溯及德國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
在英國，社會史與經濟史一向不分家，有一種說法稱，我們首先是歷史學家，其次必須是經濟史學

家。 在社會史這棵大樹上有很多枝蔓，各有淵源，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三：一是劍橋學人的人口史（his⁃
torical demography），二是地方史（local history），三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 劍橋學人的人口史和

“地方史”代表了英國社會史的主流。 劍橋學人的人口史研究追蹤社會史的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計量

史學方法。 20 世紀 60 年代，從個人的教區生死登記簿入手的“家庭復原”（family reconstitution）方法

給歷史人口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關於“地方史”———州郡、城市和教區的歷史———的研究，反映

了“來自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的聲音。 在工業革命後，散處土地上的勞動者被召集起來

送往工廠進行密集型勞動，與封建社會中的血緣與等級分界不一樣，人們生活的物理空間、人文空間

的變化會影響到人與人的結合、人與社會關係的變化，由此出現了新的“社會”。同樣，在 20 世紀 60

年代，“地方史”突破固執於聚焦傳統（村落自治體）而現代（工業化）的研究樣式，關注由人的思想和

行動形成的各種關係的場域———“地方”。

“年鑒學派”自始重視社會史與經濟史的關係。 1929 年《年鑒》雜誌創刊時名為《經濟與社會史年

鑒》，“經濟”和“社會”是兩個關鍵詞。 戰爭時期“經濟”一度脱落，1938 年改名為《社會史年鑒》
（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為應付書報檢查，繼而改為不定期《社會史論叢》（ Mélanges dhistoire so⁃
ciale ）。 戰後（1946 年），“經濟”重現，《年鑒》更名為《年鑒：經濟·社會·文明》（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 計量史學堪稱“年鑒學派”第二代所追求的科學方法的終點。 此外，著名歷史

學家、經濟史學家拉布魯斯（Ernest Labrousse）早年和“年鑒學派”學人多有交往，在《年鑒》發表論文，
通常也被算作廣義的“年鑒學派”學人。 拉布魯斯融合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方法，把對經濟結構的描述

放在社會變動的框架下重新解讀，開創了“拉布魯斯學派”。 拉布鲁斯就任索邦大學社會史課程教授

後，吸引了索邦大學一大半的博士課程學生湧入門下。 相反，從費弗爾處繼承了反索邦大學風格的布

羅代爾，在研究上一直與索邦大學存在競爭關係。 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兩個分别研究地中海和

舊制度（Ancien régime）危機的歷史學家，在研究方法和理論上針鋒相對。 拉布魯斯自信歷史的變動

可以通過兩個結合———兩個循環（短期循環和長期循環）和時間性的兩個層次（結構和展望）來重構，
經濟上的均衡和社會性的適應之間的緊張，研究領域的位置和大小，均可以測定並將因果關係模式

化。 布羅代爾則認為，歷史的過程有未被納入空間的不確定因素，應該抵制這種暗含決定論前提的純

粹時間。

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結合導致歷史學依賴經濟學所提供的理論模式，並不斷走向社會科學化，乃至

歷史被視為可以用社會科學方法進行解剖的外在的客體。 在科學導向的歷史學下，歷史主體處在休

眠狀態，金茲堡（C. Ginzburg）嚴厲批評道：“自伽利略開始，自然科學的定量和反人類中心的方法使人

文科學處於令人不快的兩難境地：要麼使用弱的科學標準，能夠獲得重要的結果；要麼使用強的科學

標準，獲得不重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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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史

與把社會史視為一個領域相比，社會史最激動人心之處莫過於“整體史”（histoire totale）的訴求，
這幾乎成了“年鑒學派”的代名詞。 但是，若問什麼是整體史？ 包括當事人在内都沒有給出清晰的

回答。

嚴格地說，整體史不是指具體的歷史，而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 除“年鑒學派”之外，明
確表達整體史訴求的還有德國的“社會的歷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或曰“社會結構史”、霍布斯

鮑姆宣稱的“社會的歷史”（ the history of society）。 整體史既然是認識歷史的方法和視角，討論整體

史必然涉及結構，結構與關聯性和既定性有關，是不可經驗的具有統一性的存在，“比勒菲爾德學派”
（Bielefelder Schule）的科卡（Jürgen Kocka）將結構的特徵概括如下：（1）結構超越生活在時間中的同

時代人的感覺，不會在屬於經驗範疇的事件的連續性中被消解；（2）如果敘述必須遵循時間先後順序

的話，那結構就無法被敘述；（3）結構超越個體，無法還原於具體的個體；（4）結構先於事件；（5）即使

不完全，由於關涉事件的内部，結構與事件是相契合的音符。

“年鑒學派”是由三代學人不斷推陳出新而形成的。 《年鑒》被稱為“新史學” （ la nouvelle

histoire），“新史學”試圖在與“現在”的關係中重構“過去”，因此又被稱為“活著的歷史”（ lhistoire vi⁃
vante）。“年鑒學派”第一代學人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理念，一個是問題史（histoire⁃problème），另一個

是跨學科方法。 問題史是以當下的知識和認識為導向的研究。 在近代學科體系形成之後，各學科各

專業均有一套自以為是的規範，“問題史”要突破這些規範的掣肘，具體就是突破以蘭克史學為代表的

現代史學。 現代史學的實證方法面對的是既定的資料，不是基於問題意識而得來的；為了保證研究對

象的客觀性，現代史學把研究對象限定在資料來源可靠的政治和外交層面，這使得史學範圍變得很

窄。 1941 年，費弗爾在給母校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演講中說：“沒有問題，就沒有歷史” （Pas de

problèmes, pas dhistoire）”；“歷史事實，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也是經由歷史學家喚醒的”。前文引用

的布洛赫未完成的遺著《為歷史辯護或歷史學家的工作》寫於 1941～1943 年戰爭下，英文書名取後半

部譯為《歷史學家的技藝》（ The Historians Craft ），漢譯本大都因襲之。 實際上，前半句是不能略去

的，否則就無法理解布洛赫的寫作意圖。 在參加抵抗運動期間，布洛赫心有所寄，試圖通過該書表達

歷史學的功用：美的力量、知的力量、記錄的力量。
“年鑒學派”的另一個理念是跨學科方法。 《年鑒》的兩位創辦人受社會學、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

等影響，從空間而非概念化的國家、集體切入歷史，發現了“地域”和“比較”方法。 “地域”並非自然空

間，是歷史學家問題意識的產物。 1946 年《年鑒》再出發後，費弗爾的“問題史”帶有明顯的法蘭西本

位色彩。 1957 年費弗爾去世，布羅代爾繼任《年鑒》主編後，讓學術回歸本位，避免將個人的信念帶入

歷史研究中，強化方法上的社會科學取向，與同時代拒絕社會科學方法的法國史學主流《歷史綜合雜

誌》（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兩相對照。 在“年鑒學派”的傳統裡，如果說布洛赫是“聖人”的話，
布羅代爾就是“王者”。 1949 年初版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將歷史劃分為短時

段、中時段和長時段來理解，是跨區域、跨國家的結構史的高峰。“年鑒學派”給人以“整體史”的印象

與布羅代爾這部巨著不無關係。 1958 年，布羅代爾在《年鑒》發表了堪稱整體史宣言的長篇論文———
《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倡言研究景觀、生活樣式、
心性結構等長期變化。 《年鑒》雜誌開設的調查欄目、物質文明研究欄目，對展開大規模的經驗研究和

新方法的探索不無助益；論者通過教區記錄、反映舊體制下的社會和資源特徵的人口統計學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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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立歷時性的計量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確立了將收集來的數據圖表作為研究經濟長期變動的方法。
在布羅代爾關於地中海世界的巨著問世百年前，蘭克寫過關於地中海的歷史，關注的是西班牙帝國與

奥斯曼帝國在該地區進行的拉鋸式博弈，論題限定在政治與外交領域。比較而言，布羅代爾的研究無

疑具有“全球視野”，但這部巨著輕視了歷史主體的存在，地中海世界的兩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

教也沒有進入作者的視野，這種整體史的“缺陷”反過來說明整體史乃是方法的產物。
以歷史人口學聞名的英國歷史學派———劍橋學人的研究具有結構史的訴求，堪稱另一種“整體

史”。 但是，正如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說，除了極少數左翼（left）外，“歷史的整體”（historical

totalities）在英國鮮有人問津，與整體史有關的問題被分解到專門的研究領域。主編《重思社會史》的
威爾遜（Adrian Wilson）在檢討過往的社會史研究時指出，“作為整體史的社會史一直是一種渴望，不
切實際的夢想。”但是，不會定義馬的人，未必認不出馬。 當把社會史視為切入歷史的方法時，作為

意識内省的產物的社會史必然會產生對理論的訴求。 霍布斯鮑姆試圖對社會史進行理論概括和提

煉，撰寫了一篇討論整體史的論文。 1970 年，霍布斯鮑姆受邀在美國作《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演
講，兩年後演講稿刊載在《代達羅斯》（ Daedalus ）上。霍布斯鮑姆的論文是圍繞“社會史”（social his⁃
tory）和“社會的歷史”（history of society）展開的，他認為以往的社會史具有如下特徵：（1）窮人或下層

階級的歷史，社會抗議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因此很容易和社會主義運動聯繫起來，從而受馬克思主義

史學家的青睞。 （2）從屈威廉“除去政治的民族史”衍生出來的“剩餘的歷史”，將無法歸入政治史範

疇内的很多内容放進社會史裡。 （3）英國社會史的典型特點是與經濟史糾纏在一起，經濟學、社會學

的優勢地位壓抑了社會史的學科主張。 霍布斯鮑姆懷疑用社會學方法倒推歷史的可靠性以及經濟學

對歷史的詮釋是否有效，主張建立屬於社會史的理論框架，即“社會的歷史”。 他認為：（1）社會的歷

史首先是歷史，在時間序列裡，社會如一個時間軸，由長線上不同的節點構成，社會的歷史關注歷史的

結構和變化。 （2）歷史是由各種各樣的群體構成的，是人與人結合的產物；不同結合構成了“社會”的
基礎，因此對社會難以概而論之。 （3）需要建立一個關於社會的敘述模式，處理結構性的問題。 這有

許多面向，例如人口、家庭、城市、階級及其團體、心態、社會轉型、社會運動與抗爭等。 然而，這一“社
會的歷史”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數據龐雜，歷史研究一方面要面對海量的數據與資料，另一方面真正

可資利用的相當有限；二是過去不在場，觸摸過去有很大的難度，需要媒介；三是概念混亂，如果不對

概念做清晰的梳理，描述的事物必然混亂。
霍布斯鮑姆所構建的“社會的歷史”蘊含了與英國馬克思主義“經驗史學”（empirical history）的

矛盾。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意有所指地說：“現實對象的認識無須通過

與‘具體’的直接接觸，而是通過這種對象（指認識對象）的概念的生產即理論可能性的絕對條件來實

現的。”這種“反歷史”的結構主義批判，對歷史學在科學和政治上的作用的否定，揭示了西方馬克思

主義哲學與史學之間的緊張，自然會引起包括 E. P. 湯普森在内的反擊。 E. P. 湯普森指斥阿爾都塞把

真實還原為思想，混淆了真實和思想的關係，是一種“思辨的唯心主義”（speculative idealism）。

德國（西德）社會史學者的關切與法英不同，而與日本近似，表現為反省德國為何在經濟上實現了

現代化而在政治上卻未能。 為此，學者們告别歷史主義（Historismus）———基於個性化原理，強調歷史

的連續性和獨特性、關注重要人物和事件、重視直覺、情感、理想等，轉而進行“社會史” （Sozialge⁃
schichte）研究。 孔茨（Werner Conze）的“結構史”堪稱一種整體史，它認為基於 19 世紀國家與社會二

分而來的社會史，在國家與社會關係密不可分的 20 世紀，應該轉而研究社會結構和經濟運動。 1969

年創辦的比勒菲爾德大學，是實踐另一種整體史的中心，先後到這裡工作的兩位學者起到了核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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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個是生於 1939 年的韋勒（Hans⁃Ulrich Wehler），另一個是 1941 年出生的科卡。他們在 1972 年

編纂“批判歷史研究”叢書，1975 年創辦《歷史與社會》（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雜誌，開啟了“比
勒菲爾德學派”。 不同於把社會史定位為社會結構、社會變遷和社會運動史，“比勒菲爾德學派”強調

要將歷史學作為“歷史的科學”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的歷史”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在《社會

史———概念·發展·問題》一書中，科卡特别強調“社會的歷史”要與原本出自法國的“整體史”
（histoire total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劃清界限，從理論上建構可以實踐“社會的歷史”的方法。 科卡

在檢討了五個必須滿足的條件後，感嘆即使是部分條件也難以實現，而且“社會的歷史”研究還須直面

三個命題：唯物史觀、羅森伯格（H. Rosenberg）景氣的長期變化、現代化理論。 如此一來，整體史就成

為在社會科學方法驅動下的研究：“原則上所介紹的每一種理論都有足夠的靈活性，可以在具體的歷

史分析中通過其他要素和解釋模式來充實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可以作為理想型來使用。”

五、主體的復歸

站在 1970 年代回顧過去二、三十年間的史學發展，有三種不同的“科學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經

濟模式、法國的生態—人口模式以及美國的群體計量方法。 根據 1930 年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模式，
歷史是在論題及其對立面的辯證過程中展開的，階級是圍繞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而產生和變化的，這
種看法是歷史詮釋上的經濟社會決定論。 1950 年代末以降，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 1930 年代馬克思

主義史學家的很多信條，與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關心社會、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認為群體文化甚至

個人意志都可能影響歷史的發展。 如果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承襲了舊的認識模式，那麼英國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則是新認識模式的踐行者。 第二種“科學的歷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壯大的法

國“年鑒學派”，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量化研究一枝獨秀，幾至有不能量化的歷史就稱不上科學的歷史

之說。 第三種“科學的歷史”是美國模式。 美國的科學模式依靠團隊收集資料，將資料編碼和編程，最
後通過計算機來推導結論。 這種計量研究是運算的產物，無法用任何傳統的方法檢驗，其有效性在研

究者内外都存有意見分歧。 而為了消解歷史的不確定性，計量研究只能進行大規模的數量化研究，對
一過性的現象則置之不問。

針對科學取向的歷史研究所導致的“沒有人的歷史”（history without people），完全相反的研究取

向漸漸形成一股洪流，這就是 1960 年代嶄露頭角的人類學方法在歷史研究上的運用。 需要指出的

是，歷史學者不是照搬人類學方法套解歷史，人類學的共時性研究與強調歷時性的歷史學根本不同，
歷史學者是學習人類學觀察和研究對象的方法來重審歷史，這反過來也給人類學以刺激，催生了“歷
史人類學”的誕生。 通過向人類學學習，歷史學開始顧及以往被“科學”簡單化、匀質化的領域，事件

史、政治史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涉及家族、死、性、犯罪、結合、宗教等自然與文化相關的邊緣領域

的“心態史”，受到研究者廣泛的青睞，人們不再將價值體系、集體態度、集體無意識等視為自明的存

在。 1979 年，“年鑒學派”第三代學人布爾吉埃爾（André Burguière）在為紀念《年鑒》創刊 50 周年而

撰寫的文章中，於稱讚費弗爾和布洛赫的先驅之功時，談到“問題史”方法，他頗有意味地说：“迴避過

去，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合理的，不是通過先前示範價值的積累使我們與過去和解，相反，
是為了與過去保持距離，使事件相對化，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們。”這段拗口的表述暗含了對“問題史”現
在中心方法的修正。

研究轉向的背後是呼喚主體復歸。 1970 年代，德國歷史學者從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角度研究人口

動態、家庭、風俗以及消費等被“社會的歷史”所忽視的領域，認為歷史與其說受結構性的要素制約，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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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說是日常生活中主體實踐的產物；批判“社會的歷史”中歷史主體不在，倡言要從日常史、自下而上

的歷史中挖掘和弘揚主體的歷史。 1984 年，梅迪克（Hans Medick）批評“比勒菲爾德學派”的社會史，
推崇以新社會史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去政治化，認為為此而需要導入日常生活史。在這一新舊潮流

交互下，1980 年代中葉出現了“歷史的社會科學”（社會的歷史）和“日常史”之間的爭論。 儘管如此，
二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關聯的，如關於權力、權威及其與人的關係；關於生活環境的認識，生活環境原

本屬於私領域，但其構成要素與政治的公領域無法切割。 前文略述，在 19 世紀“文化”是鬥爭的概念，
後來為“社會”所取代，“社會”成為歷史學的核心概念而與政治、國家對峙。 1993 年，丹尼爾（Ute

Daniel）回顧了社會史研究中“社會”與“文化”關係的變化，認為社會史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 從第

二次世界大戰到 1960 年代，社會學和歷史社會科學的“社會”概念是中心，文化被社會經濟制約；20 世

紀末，文化取代社會的優先性，居於研究的中心，被視為具有主體意義的認識形式。

與法德歷史學的變化幾乎同步，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社會史的文化轉向或曰呼喚主體復歸的趨

勢。 網野善彦的《蒙古襲來》（1974）、《無緣·公界·樂》（1978）是日本史研究的範本；阿部謹也的《花
衣魔笛手》（1974）是研究外國史的樣本。 1982 年 10 月，不同研究方向和專業的學者，以阿部謹也（德
國史）、川田順造（文化人類學）、二宫宏之（法國史）和良知力（社會思想史）等為召集人創辦了《社會

史研究》。 這本低調的同人雜誌沒有宣言，只持續到 1988 年第 8 期。 要了解這本學術雜誌的主旨，必
須通過閱讀收錄其中的論文才能獲得。 無論是阿部，還是二宫，《社會史研究》的同人均把視角集

中在人及其結合體上，而將近代以來推動強制匀質化的國家和政治置於一旁。 1990 年代初，二宫宏之

撰文指出，社會史研究的是邊緣狀態，當下的社會史已經大不同於從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具體表現

在三個層面：（1）從尋找客觀性轉向對文本的解讀，因為歷史是通過文本呈現和傳遞出來的，與其尋找

文本之外不可尋的客觀性，不如回到文本中挖掘文本化的事實；（2）從普遍性轉向地方性，即對普遍知

識的追求轉為對地方知識的探討；（3）擺脫了方法論上的西方中心。
人重新成為歷史敘述的中心意味著歷史書寫樣式的變化。 1979 年，斯通（Lawrence Stone）批判

《年鑒》把事件視為偶發的短時段，強調敘事是自塔西佗以來的傳統，著名史家吉本、麥考萊皆以敘事

著稱。 他對敘事與結構史作了如下區隔：（1）結構史是分析性的，敘事是描述性的；（2）結構史關注情

境，敘事關心的是人；（3）敘事涉及特殊和具體，而結構史關乎集體和一般。 敘事不是一般意義的紀實

和古籍整理，而是遵循“懷孕規則”———有主題有論點。 修昔底德的主題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及其對希

臘社會的災難性影響；吉本的主題是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麥考萊的主題是在革命政治壓力下自由

參與式憲法的出現。 傳記作家講述生命從生到死的故事，敘事史學家並不完全規避分析，他們對修辭

十分講究。

基於對主體情感和思想的關切，早在心態史復興之時，意大利就傳出了不和諧的聲音。 1970 年，
文圖里（Franco Venturi）批評心態史的想法過於簡單，忽視了主體的創造力。 1976 年，金茲堡擴大批

判範圍，認為心態史過分強調世界觀中不動的、黑暗的和無意識的因素，低估了理性地和有意識地表

達思想的重要性。 由於不合理地把所有社會環境都置於相同的範疇和觀念中，並對思想的内容加以

簡化，這就忽略了非同尋常的内容。 一言以蔽之，心態史將社會全體視為同質，人的思考和情感受到

心態結構的支配。

這樣，另一個關涉主體的領域———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呼之欲出。 在記憶研究看來，“問題

史”的現在中心方法即使是“科學的”，也忽視了無法喚醒的死者的情感和思想。 在此，幾乎被人淡忘

的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理論獲得高度關注。 圍繞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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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與哈布瓦赫兩個同僚之間曾有一段文字唱酬。 布洛赫認為，即便記憶是集體的，也無法將記憶

主體歸於集體這一實體之中，而且一旦將集體這一形容詞視為如個體一樣可以“回憶”的，則會陷入將

集體視為自明的實體的危險。哈布瓦赫回應道：“歷史既不是過去的全部，甚至也不是過去的遺留

物。 在被書寫的歷史之外，還有活著的歷史，通過時間它使自身得以持續和更新，並且使得人們得以

發現浮出表面的許多過去的遺留物。”1980 代中期，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巨著《記憶之場》（ Les

Lieux de Mémoire ）問世，這一研究既接續了哈布瓦赫開闢的集體記憶研究，又可視為“年鑒運動”中
的一環，它凸顯了歷史與表象、實在的世界（社會史）與表象的世界（新文化史）的裂痕，把哈布瓦赫視

為時空上存在的結合體———集體，改為由超越時空的象徵媒介來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體。涵蓋口

述史、公共史學等領域的記憶研究，在不斷進行的自他詰難中，必須時刻面對何謂主體的質疑：是說記

憶，還是記憶在說。

六、新社會史

“一切皆成碎片，一切皆無關聯”（Tis all in pieces, all coherence gone）。17 世紀英國詩人多恩

（John Donne）的詩句形象地概括了社會史/新社會史對美國“進步派”歷史所造成的衝擊。 喬伊斯·
阿普爾比、林·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三人合著的《歷史真相》（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將社

會史的盛行視為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產物。

翻開美國社會史的履歷簿，不管社會史的内容怎樣令人眼花繚亂，自始不離對人群的關注。1960

年代興起的社會史，又稱新史學、新社會史，本文統稱為新社會史。 新社會史的譜系可以溯及魯賓遜

（James Harvey Robinson）和比爾德（Charles A. Beard）。1912 年出版的魯賓遜《新史學》將新史學的

旨趣定位為：糾正偏向政治史的敘事、深化科學的方法和基於當下問題意識的研究。1913 年，比爾德

破除由建國元勳構建的國家敘事，把美國憲法與《獨立宣言》一分為二，斥責“憲法”為反動，反轉了美

國歷史的敘事。 1930 年代，米勒（Perry Miller）把殖民時代的歷史與其後的美國歷史切斷，考察清教徒

在思想和意識的驅動下如何創造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美國的歷史，開創了美國史敘述的典範。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米勒的研究方法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的追問方式：為什麼美國既不同於極權主義國家也有

别於法西斯國家？ 答案無疑在美國歷史未曾揭示的脈絡中，這是新社會史興起的源頭。 新社會史興

起的直接動力來自 1960 年代公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新左派史學”的歷史批判。
1967 年，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斯蒂恩斯（Peter Stearns）創辦《社會史雜

誌》（ 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聚焦普通人（ordinary people），從社會形成的過程中詮釋美國歷

史。 “新社會史”關注邊緣性和差異性，研究對象不再是個人而是集體、不再是政治制度而是權力關

係、不再是思想而是人們的意識。 雖然一些新社會史的倡導者強調社會史研究的是歷史，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重構整體的歷史，但新社會史帶來的“碎片”效應還是激起了一場討論。
對新社會史發難的一位學者是希梅爾法（Gertrude Himmelfarb）。 這位研究英國政治思想史的學

者，在 1984 年 4 月《哈珀》（ Harpers ）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排除政治的歷史》（History with the Poli⁃
tics Left Out）的文章，對社會史、新社會史展開了批判。 希梅爾法在文章題頭引用了斯蒂恩斯寫於

1976 年的一句頗帶挑釁的話———“當月經初潮的歷史被廣泛認為與君主制的歷史同等重要時，我們

就達到（目的）了”。 在希梅爾法看來，當下的新史學=新社會史不過是步入中年的魯濱遜和比爾德新

史學的翻版，包含了各種互相排斥的主題和方法。 新史學往往“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是主題

性的而非編年性的”，更依賴於統計表、口頭訪談、社會學模型和精神分析理論，而不是憲法、條約、議

71



會辯論、政治著作或政黨宣言等。 舊史學通常關注政權和行政、立法和政治、外交和外交政策、戰爭和

革命，而新史學則關注階級和族群、社會問題和機構、城市和社區、工作和娛樂、家庭和性、出生和死

亡、童年和老年、犯罪和精神錯亂。 舊史學以國王、總統、政治家、領袖、政治理論家為主題，而新史學

以“無名群眾”為對象。 舊史學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所謂“精英主義的歷史”，新史學則推崇“自下

而上”的“民粹主義的歷史”。希梅爾法刻薄地說：社會史學家拒絕接受任何像美好生活這樣的“精英

主義”想法，只尋求理解生活，探究生活的無意識的、非反思的、非理性的方方面面，否認亞里士多德所

說的人是獨一無二的動物———理性動物。”希梅爾法這篇文章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批評，有人指責

她蔑視社會史。 三年後，希梅爾法在將這篇文章收入文集時追加了一篇後記，辯稱自己在文章中不下

七次說反對的不是社會史本身，而是它的主導性、優越性；反對的不是社會史對傳統史學的補充，而是

社會史試圖替代傳統史學。”

全球史和跨民族史學者本德（Thomas Bender）在表示贊成新社會史的文化多元主義訴求後，批評

其研究過於細化所帶來的碎片化，強調歷史研究應該有“綜合”（synthesis），特别是“國家的綜合”（na⁃
tional synthesis）。 在此本德對國家（nation）給予了全新的解釋，國家“是為了獲得界定公共文化

（public culture）的權力而在不同社會組織和思想之間持續博弈的偶然性的產物”。國家圍繞公共文

化博弈而不斷變化，而公共文化含蘊了諸種社會力量，公共文化這一術語的導入擴展了“政治”的含

義，打通了在社會史研究中政治與社會二分的格局：“舊”的新史學在追求美國精神（文明）的同時，也
要關注美國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新社會史須直面其所批判的政治史，追求一種新的政治的、國家的綜

合。 本德認為必須把美國的國家（nation）形成置於全球史視野下進行研究，這可視為從内在於美國

歷史中的“全球史”與由此成長出來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去重新界定國家，這樣，所謂多元與一元的視

角就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包含的。
對於本德將新社會史所體現的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價值融合在一起的努力，研究城市史的孟考

寧（Eric H. Monkkonen）撰文指出，由大眾媒體（public media）製作出來的“歷史綜合”無視歷史研究的

成果，所謂社會史造成歷史碎片化的說法實則是公共媒體製造出來的；“綜合”看起來很美，是因為其

缺乏透明性。 他認為新社會史應該秉持這樣的信念：只有在“碎片化”的各個子領域，才能看到專業

的、以研究為導向的綜合，這些綜合將產生更多的理念，但不會創造出一種“整個過去”的感覺。1987

年，《美國歷史雜誌》（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 月號組織了一場圓桌會議———“美國歷史上的綜

合”筆談。 以研究種族和性别著稱的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撰寫了《歷史上的偏見與綜合》（Bias

and Synthesis in History），指出我們需要連貫而全面的歷史，需要整個社區的歷史，包括民族國家的歷

史。 但是，本德卻忽略了當初到底是什麼讓歷史綜合變成“不可靠的歷史綜合”（discredited historical

synthesis）———無視性别、黑人的遭遇以及對同情二者所予以的偏見，歷史上剝奪女性和少數族群權利

的“公共文化”意味著白人男子權利的強化。 佩因特認為如果必須選擇某種綜合的話，首先就要承認

少數族群和女性在公共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還要容納非裔美國人的音樂（因為它在黑人文化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對美國流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以及在家庭中數百萬婦女的勞作。其他幾位筆

談者相對比較溫和，認為本德展示了一個碎片化後進行整合的方向，但所謂“公共文化”究竟能涵蓋多

少邊緣的、非政治的聲音，對這一共同的關心並沒有達成共識。 在上述“圓桌會議”最後，本德對各位

學者的意見作了簡單回應，正如其文章副標題所表明的，這是一個有待繼續的對話（continuing dia⁃
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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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後社會史

1980 年代末，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接近尾聲。 1994 年，《年鑒》雜誌改名為《年鑒———歷史、社
會科學》（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 《年鑒》每次改名都有特定的寓意，“社會”二字從未脱

落。 “社會”從《年鑒》的脱落是歷史學在經歷“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或“批評性的轉向”（un

tournant critique）衝擊之後的結果。
在《年鑒》創刊之初，“社會”原本只是修辭。 前文提到 1941 年費弗爾在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演

講，其中談到《年鑒》創辦時選擇“社會”的理由，他說：“沒有經濟和社會史。 只有統一的完整的歷史。
從定義上講，歷史就是整個社會的歷史。”1988 年《年鑒》第 43 卷第 2 期卷首語題為《歷史與社會科

學：批評性的轉向》（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Un tournant critique ?），預示一場深刻的社會史危機的

到來。1989 年《年鑒》第 6 期刊發了兩篇重要論文，一篇是諾瓦里埃爾（Gérard Noiriel）的《朝向社會

的主觀主義方法》（Pour une approche subjectiviste du social），一篇是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作為

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諾瓦里埃爾顛覆了人們關於涂爾幹社會學影響了

“年鑒學派”的說法，指出“年鑒學派”倡導的跨學科不過是“一個必要的神話”（un mythe nécessaire），
歷史學者應該從“主觀主義範式”（paradigme subjectiviste）重新思考社會，超越費弗爾而向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馬克斯·韋伯學習。夏蒂埃認為歷史學的危機是整個社會科學———以結構主義

為特徵的社會科學整體論的解釋體系的危機中一部分，從此世界被視為文字、影像、聲音等表象的場

域，人們所知道的世界實際上是表象的世界，應該從人和人結合的方式重新思考社會。論者對社會概

念的反省和批判動搖了社會史由以存在的基礎，1990 年喬伊斯（Patrick Joyce）感嘆，面對後現代主義

的衝擊，馬克思的幽靈將左右兩極的人士糾結起來共同應對。 對於混戰的結果，他認為“社會話語史”
將成為社會史必須直面的新課題：如果社會歸根結底是一種話語建構的話，那麼只有研究話語建構的

原理，歷史學才能有所發展。

沒有時間就沒有歷史，只有將文本置於特定的語境進行時序排列之後解釋才有可能。 從古希臘

轉向現代希臘研究的蓋倫特（Thomas W. Gallant）認為，社會史與政治史、經濟史等姊妹學科對時間的

看法不同，“政治史和經濟史適合於連續的敘事分析，像一部電影，講述一個個連貫的故事：事件可以

被綴成連續的序列，把捉上一個情節與下一個情節的時間關係。 社會史則遵循不同的時間順序，在歷

史記錄中，社會變革與其說是作為事件出現的，不如說是作為過程出現的，因此，很難將其作為離散的

時間點來劃分；社會史的資料來源也不太適合按時序分析，過去的社會記錄是零散的，在時間和空間

上存在空白，尤其是社會中最大的群體———農民和工人———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留下關於自己生活

的書面記錄。 由於這些原因，社會史不像一部電影，而更像一系列在不同時間點拍攝的快照。”從蓋倫

特所描述的角度看，布羅代爾關於歷史時間的三段論顯得脱離了社會史研究的實際。朗西曼（W. G.

Runciman）的《社會理論論集》（ A Treatise on Social Theory ）提供了認識社會史框架的新角度。 在這

部超過千頁的三卷本著作中，朗西曼創造了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的名詞———“系統”，用以指稱歷史上的

行動者所身處的“社會”。 朗西曼認為行動者所承擔的“角色”處在三維的空間中，其軸線與三種權力

模式相對應，分别為：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政治—強制模式。 依此，社會可以被定

義為許多權力網絡，角色為獲得或控制生產、說服和強制對手而彼此競爭。 社會進化類似於自然選

擇，但不能被還原。 朗西曼野心勃勃地創出社會理論，試圖解釋多樣性的來源和決定其演化的制约因

素，在上述經濟（生產模式）、意識形態（說服模式）和政治（強制模式）三個層面分别有 8、8、7 個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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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可以推衍出 450 種“社會”。這似乎解釋了社會史歷經百年發展後“社會”脱落的原因所在：社
會是人為的和流動的。

那麼，是不是社會史就沒有生路了呢？ 否。 雖然筆者認為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已經落幕，但社

會史的理念不僅滲透到歷史學中，還波及其他學科，名為“某某社會史”的流行便是明證；更為重要的

是正處在“泡沫”階段的新文化史呈現出不可持續的熱度，它與社會史之間的界限並非那麼清晰，原本

屬於社會史研究者的 E. P. 湯普森、夏蒂埃也出現在新文化史的群星譜中。 伯克（Peter Burke）在《什
麼是文化史》（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中稱社會史開始了“反擊”（revenge），社會的文化史和文化的

社會史彼此存在交叉關係。 在 2008 年該書的修訂版中，伯克提到更“新”的新史學主張，稱其是輪廓

略顯“含糊”（obscure）的“後社會史”（postsocial history）。伯克所說的“後社會史”指的是西班牙學者

卡夫雷拉（Miguel Cabrera）的《後社會史初探》（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

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初探》是一本討論現代性危機下如何打破主客二分、以“後社會史”來超越

“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著作。 在緒論中，他直言：“在社會史研究中，為使社會結構和主觀行為之

間的因果關係更加靈活、複雜和偶然而做出的努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人們不僅懷疑這種因果關

係是否存在，甚而懷疑涉及的其中兩個實例。”“現代性危機註定會引發既有史學方法範式的瓦解，
並帶動社會史學和傳統史學的分析性概念都趨於去自然化。 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促使人們意識到，這
些概念，以及它們所支撐的有關社會的那些理論，並非世紀存在的社會現象或過程的單純表徵或標

籤，而是一些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形式，是使社會成為某種可以理解或蘊含意義的東西。 歷史學家之所

以渾然不覺，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是現代概念世界的基本組成部分，就在這個世界中工作。 因此，現代

性危機引發了某種概念祛魅，理論的單純無瑕趨於失落，並且似乎不可逆轉。”要拯救社會史、超越

新文化史，卡夫雷拉開出的藥方是“概念祛魅”（conceptual disenchantment）。 他注意到英國政治思想

史研究中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和德國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卡夫雷拉也將“後社會史”稱
為“話語史”（discursive history），由此來看，他似乎對三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還沒有確定的認知。
劍橋學人的語境主義與話語史相近，而與德國概念史相距甚遠，至少當事人雙方均持這樣的看法。 而

根據上述“概念祛魅”的訴求，可以說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與概念史更為接近。
但是，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雷克對概念史的看法與卡夫雷拉不盡相同。 在德國社會

史研究的重鎮比勒菲爾德大學任教的科塞雷克，似乎認同同僚的結構的社會史，不過由於導入概念史

的視角，他對社會史的詮釋蘊含了卡夫雷拉所說的“後社會史”的特徵。 科塞雷克《概念史與社會史》
（Begriffsgeschichte and Social History）一文認為，概念史研究文本的語言和結構，社會史研究文本背後

的情景。 概念史的重要性在於，“沒有共同的概念就不會有共同的社會，特别是不會有行動的政治領

域”。 概念植根於政治—社會制度中，這些制度比圍繞某些特定關鍵概念組織起來的語言共同體更要

複雜。 概念史是作為社會史的一種研究方法出現的，有助於強化社會史所討論的問題的確實性。 在

解讀文本時，首先要找出其中的核心概念，進而了解句法和詞語在文本中的位置；其次要考慮作者、讀
者、語言共同體、社會結構；最後要意識到新詞語即政治方案對未來的期待。 作為方法，概念史服務於

社會史；作為領域，概念史是擁有自己方法的獨立學科。 概念史的方法論要求有一個自主的領域，這
存在於它與社會史相生相剋的緊張關係中。 概念史批評將現代語境的概念草率地移植到過去，概念

就像生命體一樣，其本身構成了歷史：“既是歷史轉折的標誌，又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要素”。 概念史通

過共時分析和歷時分析之間的轉換，揭示過去經驗的持續性和過去理論的可行性。

1990 年，于特（Robert Jütte）的《現代語言學與“新史學”》（Moderne Linguistik und “Nouvelle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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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re”）觸及新史學———社會史與概念史之關係。 于特認為，歷史語義學可以區分出兩個主要方向：一
個是從事概念史的研究者，他們對意義的質變及其歷史意義感興趣；另一個是歷史研究者，他們用定

量方法研究語義差異和語言變化，早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法國新史學已經展現出以質性研究為

導向的歷史語義學方法。前文提及《重思社會史》的主編威爾遜，他在文章中認為，社會史中的“語言

學的轉向”涉及三個方面内容：（1）對語言範疇（詞匯）、網格（不同能指間的差異關係）和系統（話語）
的效力的關注，（2）把過去的語言本身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3）對歷史學家的修辭結構的認識。 在

這三個方面中，第一個最為重要，也是最成問題的，因為它在社會史範式方面有著模糊的意義：一方

面，它只是將該範式擴展到一個新的理論領域，利用從語言學理論中提取的資源，就像上一代人使用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工具一樣。 然而，另一方面，它的效果是破壞了傳統上作為社會史特徵的一些範疇

及其解釋。 這種修正主義尤其集中體現在社會階級概念上———特别是在提到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

時，它對作為社會經濟現實的階級身份和作為政治忠誠或“意識形態”的階級利益都提出了質疑。

與于特和威爾遜的看法可以進行比較的是卡夫雷拉，後者沿襲了科塞雷克的說法，認為概念的歷

史形式本身不僅是研究的課題，更重要的是還構成了社會理論的基礎。 後社會史既不像傳統史學假

設個體是自主的主體，也質疑社會史將社會視為客體的實在而能從因果關係上予以詮釋。 於此，舊有

的二元理論圖示（實在/觀念）被抛棄，替之以三元理論圖示（實在/語言/觀念），語言成為社會生活中的

特定領域。 “在新文化史看來，語言依然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一種對於客觀意義的表達手段，即使是符

號性的手段。 因此，語言中介的效果，無非是讓個體相對於社會背景的強制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與

此相反，在後社會史看來，語言是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時生成客體性和主體性，並重

新安排著兩者之間結成的關係。”在此，卡夫雷拉的後社會史直指概念史。 在筆者看來，概念史就是

一種後社會史，它使得在“語言學的轉向”衝擊下流離失所、“碎片化”的社會史有了新的棲身之所。

結　 語

如欲勾勒百年來社會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其難度絕不亞於撰寫一部通史，因為後者不管在體系上

多麼殘缺不堪，總有人們可以認可的閱讀規範來支撐。 而對社會史的理解，則因人而異。 借用前文引

用的蓋倫特的比喻，本文的考察不像一以貫之的電視連續劇，更似一個觀光客隨手記錄的快照，而將

快照連綴起來呈現出的作為思想運動的社會史，也僅僅是不同詮釋中的一個角度（perspective）的
產物。

從全球範圍看，社會史的出現和展開是全球史學思想“共振”和“連動”的產物。 所謂“共振”，指
呼應民族國家需求的現代史學是全球普遍可見的現象。 現代史學將不能證實的文字、口傳和圖像資

料從敘述中剔除出去，並將研究對象鎖定在“透明”的政治層面。 對於這種被稱為“蘭克史學”的現代

史學，從 19 世紀末開始就不斷有來自文化史和（國民）經濟史方面的質疑。 如果沒有德國的《經濟社

會史季刊》的觸發，很難想像會有法國《年鑒》的誕生，二者之間無疑存在思想上的“連動”。 《年鑒》確
立的跨學科方法和問題史的意識規定了社會史的發展方向，而其不斷推出的卓有見解的著作創出了

20 世紀歷史學的“年鑒範式”。
提到社會史，論者均溯及 1929 年誕生的《年鑒》，忽略了日本社會史的存在。 現代史學誕生不久

即已傳入日本，在蘭克的弟子里斯（Ludwig Riess）的指導下，《史學雜誌》開始踐行現代史學的研究方

法。 從日本現代史學破殼而出的社會史有兩個思想源頭，一個是經濟史，另一個是民俗學。 日本的社

會史研究不僅出現時間早，而且幾乎觸及後來社會史研究中的所有命題。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圈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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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史學，論者一般將目光集中在英國，其實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僅早熟於英國，而且有

其自身的特點；與文化主義傾向的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不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拒絕那種

消解了階級和鬥爭的社會史，其理論與實際之間長期存在緊張。
回顧 1980 年代以前的社會史，不必說“整體史”，即使是“被埋沒的人民史”和“除去政治的民族

史”等，其暗默的前提仍是“整體史”，這與將社會史的“社會”視為實在的認識對象不無關係。 作為反

動，無論是歐洲“文化人類學”取向下的“主體的復歸“，還是美國“多元文化主義”取向下的“新社會

史”，1980 年代後的社會史呈現出“後現代”狀況———去中心化，歷史學如“面包屑”一樣被細分了。

社會史如何才能自我救贖？ 可以開出的一個藥方是，接續社會史基因中的批判性格，進而展開對

“日常性”的批判。 以往社會史倡言回到日常，旨在去除結構的、非日常的歷史敘事，但日常與非日常

往往是一種媾和關係，由於日常的“惰性”是由歷史和文化所支撐的，社會史有必要與其進行二義性的

博弈。 “微觀史”（microhistory）展示了頗具建設性的方向。 微觀史的“微”並非“小”之意，而是“小即

多”（Less is more），從小處入手通向大處———世界史或全球史。

在社會史的百貨店裡，社會史與傳統史學（政治史）、社會史（實在的社會）與新社會史（話語的社

會），均存在不可逾越的溝壑，對此論者開出了不同的處方。 美國全球史學者本德提出以涵容諸種權

力關係的“公共文化”來整合歷史的碎片，儘管還存在何謂公共文化、誰來保證公共文化的“公共性”
的爭議，但不失為一個可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對於後者，西班牙學者卡夫雷拉直言社會史不會被新

文化史的波濤淹沒，它具有強調表象的新文化史所無法替代的追求實在性的長處，如何消解主客體二

分的研究狀態，卡夫雷拉倡言的“後社會史”裡原來端坐著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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